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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三国吴简的现场揭取与室内揭剥

———兼谈吴简的盆号和揭剥图

宋少华

近年来，在简册复原整理的基础上，进行走马楼吴简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一

个可喜的新动向。 综观这些研究，吴简的复原整理不再拘泥于以简文内容作为

主要依据，带有原始留存信息的揭剥图、盆号、出版号等对简册复原整理的重要

性越来越受到关注。 从已有研究来看，利用这些依据对吴简简册进行文书学意

义上的复原整理，不仅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加准确，而且为一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做

了铺垫，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①。 为了方便今后吴简采集简的复原整理，也

为今后吴简发掘简的复原、组合、整理作准备，本文就长沙三国吴简采集简和发

掘简这两部分简牍的现场揭取与室内揭剥情况做一大致说明，对采集简全部盆

号、清理号和出版号的对应关系，以及发掘简的揭取、清理揭剥的基本情况作重

点介绍，就“揭剥位置示意图”的相关问题作补充说明，期待这对今后吴简文书

学复原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所裨益。

一

走马楼吴简《竹简〔壹〕》、《竹简〔贰〕》、《竹简〔叁〕》中的简牍在发现之时，

已遭施工机械的严重破坏与扰乱，随后又被当做渣土用车运走。 闻讯赶来的考

① 相关研究参见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

究》，《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第 ５７—９３ 页；凌文超：《嘉禾吏民田家莂编连初探》，卜宪群、杨
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２５—２４５ 页；同氏：《走马

楼吴简采集简“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见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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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工作人员并未因此放弃寻找这批遭受破坏的简牍。 根据建设单位及当班运土

司机提供的线索，赶到十里之外的建筑垃圾倾倒场，在方圆三四里的范围内反复

寻找，一步一步缩小探查的地域，最终锁定目标①。 在进行抢救性清理的过程

中，由于建筑垃圾倾倒场地的混杂错乱，考古人员只能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的

不同，采用开探沟的方式搜寻，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并将清理出来的简牍及时用

大盆盛装，每盆中的简牍皆属同一清理地点的采集简。 我们按清理盛装的先后

顺序对各盆进行编号，是为盆号。

这批采集简，其原始的堆积状况与叠压层次已遭毁坏，就完整性来说，丧失

了十分重要的原始留存信息。 虽然如此，考古人员在清理时，仍慎重地将不同地

点发现的简牍分盆放置。 在移至室内清洗时，仍然遵循不混淆、不合盆的原则。

特别是对一些还残存着成坨形状的竹简，对它的清洗与揭剥都作了认真细致的

记录与测量。 今所见《竹简〔壹〕》附录一“竹简揭剥位置示意图”图一、二；《竹

简〔贰〕》附录一；《竹简〔叁〕》附录一图一至八，就是这种工作的结果。

至于各盆中大多数被扰乱的散简，虽不成坨，但因出自同一采集地点，又

因淤泥而粘连在一起，它们之间或多或少可能会有一些关联。 已发表的采集

简出版号与按盆号依次清洗揭剥简号（以下简称“清理号”）是对应的，这让研

究者有可能观察到一盆之内乃至盆与盆之间简牍内容的联系。 《竹简〔壹〕》

与《竹简〔叁〕》的“凡例”中，就将盆号与出版号的对应关系列出。 自吴简公

布以来，一些学者已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的内容，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如

谷口建速探讨了《竹简〔壹〕》中第 ６ 盆简壹·１７１７—２５０３ 和第 １２ 盆简壹·

５１３６—７１３５“月旦簿”相对集中的原因②；凌文超结合揭剥图和盆号对户籍簿进

行复原整理，并探讨其类型与功能等③。 如此看来，当初的谨慎与耐心还是得到

了些许回报，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了方便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我们现将《竹

简〔壹〕》、《竹简〔贰〕》、《竹简〔叁〕》中的全部采集简出版号与其对应盆号及清

理号列表如下：

①

②

③

宋少华、何旭红：《嘉禾一井传千古———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发掘散记》，《文物天

地》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第 ３１—３４ 页。
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樓呉簡よりみる孫呉政権の穀物搬出システム》，《中国出土資料研

究》第 １０ 号，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３—２７ 页。
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简“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见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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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竹简〔壹〕》盆号、清理号、出版号对照表

盆号 清理揭剥号（出版号） 数量（枚）

１ １—７６１ ７６１

２ ７６２—９６４ ２０３

３ ９６５—１１２０ １５６

４ １１２１—１３７６ ２５６

５ １３７７—１７１６ ３４０

６ １７１７—２５０３ ７８７

７ ２５０４—２６６７ １６４

８ ２６６８—２８５２ １８５

９
２８５３—４０９２ １２４０

７１３６—７２３５ １００

１０
４０９３—４３３４ ２４２

７２３６—７２７５ ４０

１１ ４３３５—５１３５ ８０１

１２ ５１３６—７１３５ ２０００

１３ ７２７６—８８９０ １６１５

１４ ８８９１—１０５４５ １６５５

总计 １０５４５

（注：７１３６—７２３５、７２３６—７２７５ 分别属于第 ９ 盆和第 １０ 盆。 因字迹模糊难辨，初选时，暂未列编

号，后经反复观读仍将其选入。 因考虑不再打破已编序号，故将其列入 ７１３５ 号之后。 《竹简〔壹〕》
“凡例”中已作说明。）

表二　 《竹简〔贰〕》盆号、清理号、出版号对照表

盆号 清理揭剥号 出版号 数量（枚）

１５ １０５４６—１２０８０ １—１５３５ １５３５

１６ １２０８１—１３３８５ １５３６—２８４０ １３０５

１７ １３３８６—１３９９２ ２８４１—３４４７ ６０７

１８ １３９９３—１４３６０ ３４４８—３８１５ ３６８

１９ １４３６１—１５８４９ ３８１６—５３０４ １４８９

２０ １５８５０—１７０７９ ５３０５—６５３４ １２３０

２１ １７０８０—１８７４４ ６５３５—８１９９ １６６５

２２ １８７４５—１９４２１ ８２００—８８７６ ６７７

２３ １９４２２—１９６３６ ８８７７—９０９１ ２１５

总计 ９０９１

（注：第 ２３ 盆共计 １５２７ 枚〈 １９４２２—２０９４８〉，出版部门考虑到版面体量的安排，故将 １９４２２—
１９６３６，计 ２１５ 枚，编入《竹简〔贰〕》；１９６３７—２０９４８，计 １３１２ 枚，编入《竹简〔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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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竹简〔叁〕》盆号、清理号、出版号对照表

盆号 清理揭剥号 出版号 数量（枚）

２３ １９６３７—２０９４８ １—１３１２ １３１２

２４ ２０９４９—２１８０２ １３１３—２１６６ ８５４

２５ ２１８０３—２２２８２ ２１６７—２６４６ ４８０

２６ ２２２８３—２２６０６ ２６４７—２９７０ ３２４

２７ ２２６０７—２２８０１ ２９７１—３１６５ １９５

２８ ２２８０２—２３００３ ３１６６—３３６７ ２０２

２９ ２３００４—２３２１０ ３３６８—３５７４ ２０７

３０ ２３２１１—２３４４３ ３５７５—３８０７ ２３３

３１ ２３４４４—２３５２８ ３８０８—３９０２ ９５

３２ ２３５２９—２３９０３ ３９０３—４２６７ ３６５

３３ ２３９０４—２４６３１ ４２６８—４９９５ ７２８

３４ ２４６３２—２５２４８ ４９９６—５６１２ ６１７

３５ ２５２４９—２５７２４ ５６１３—６０８８ ４７６

３６ ２５７２５—２６０８４ ６０８９—６４４８ ３６０

３７ ２６０８５—２６９２４ ６４４９—７２８８ ８４０

３８ ２６９２５—２７４０４ ７２８９—７７６８ ４８０

３９ ２７４０５—２８０５０ ７７６９—８４１４ ６４６

总计 ８４１４

二

选用何种揭取简牍的方法，其目的都是为了有利于之后的整理工作，这是考

古人员发掘伊始就在思考的问题。 在走马楼吴简发现之前，我国考古发现所进

行的简牍清理，除西北地区边塞烽燧遗址外，大多局限于墓葬范围，且数量不大。

墓葬作为一个遗存单位，堆积状况比较单纯，遗迹现象比较清楚，清理起来也比

较容易入手。 如信阳长台关楚简，随县曾侯乙墓楚简，包山楚简，云梦睡虎地秦

简，甘肃放马滩秦简，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简帛、遣策，湖北江陵凤凰山汉简，连

云港尹湾汉简，甘肃武威东汉简等。 而我国西北地区沙漠环境里出土的已脱水

简牍，虽然因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因素保存较好，但地层关系不易分辨，加上风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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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往往造成简牍与遗存单位的分离。 长沙吴简是在一种较为特殊复杂的

状况下进行发掘的，不仅数量大，而且堆积状况也比较复杂。 简牍饱水率达到

３００％—４００％，保存质量差，腐蚀严重，揭取困难。 这就要求考古人员既要分辨

清楚简牍与井内堆积物的相互关系，又要搞清楚简牍自身的堆放排列走向，这样

才可确定入手之处，最终谨慎揭取，保证田野发掘质量，为后期的清洗、整理尽可

能多地保存相关信息。

最初的方案设置了两套。 一套是整体揭取，运回清理；另一套是分区揭取。

从当时的资金、设备、技术条件及发掘现场的实际情况看，由于井壁早期坍塌，已

造成相当一部分简牍被挤压，下沉，移位倾斜，错乱交结。 若想整体揭取，当时存

在着诸多困难，因而最终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分区揭取。 具体的做法详见

《长沙走马楼 Ｊ２２ 发掘报告》①，此不赘言。 考古人员将简牍清理范围分成Ⅰ、

Ⅱ、Ⅲ、Ⅳ区，４ 个区都存在被扰乱、被挤压的严重状况。 Ⅱ区的保存情况相对较

好，也是清理时视为重点的区域。 揭取时是根据简牍叠压的层次分段进行，由于

有些段比较长，故每长段又切分成若干段坨，按揭取的先后次序，用垫板托底而

起，摆放于盛简的大盆中，并依次做好有关记录。

尽管揭取是在小心翼翼地进行，但由于现场揭取是人为的分切成若干段坨，

就可能将原来一卷的简册人为地分离开来，以致原为一卷的简册，被分成若干段

坨。 另外简牍长期埋藏于地下，受到挤压、水浸、腐蚀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早已改

变了原有的形状。 试图在发掘现场就能非常清楚地分辨出不同卷的简册，这个

要求几近苛刻，且无法做到。 考古发掘现场揭取的原则，首先是不伤及简牍，选

择便于揭取的自然缝隙或稍宽阔处入手；其次是尽量保证揭取的完整性与田野

发掘记录资料的完整性；最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再采取分切的办法。 因这种

方法本身可能存在的不足或是缺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人为观察与操作

上的失误。 对于这种隐存的误差，我们无需遮掩、隐讳，而应如实地向关注此事

的学者说清楚。

正是因为考虑到现场清理揭取可能造成的失误，故在室内清理揭剥的过程

中，在简牍的揭剥操作与记录层面上，我们又做了细致地编排与补救工作，将简

① 宋少华、何旭红：《长沙走马楼 Ｊ２２ 发掘报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７—８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吴简研究（第三辑）

６　　　　

牍编号划分为五级，这是在田野考古记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细化。 要做细致了

解，需将揭剥图与揭剥表结合起来观察。 兹要加以说明：

一级编号用罗马数字表示。 这一级代表的是分区，共分Ⅰ、Ⅱ、Ⅲ、Ⅳ区。 每

区的情况各不相同，Ⅰ区为井内扰乱简；Ⅱ区简牍保存较为完整；Ⅲ区为井壁坍

塌后受挤压后下沉、错位的简牍；Ⅳ区为少部分的大木简。

二级编号用英文小写字母表示。 这一级代表的是区内各段简牍。 一区中有

若干段，用段这个概念是考虑到段比坨长，一长段可由若干小段组成。 当然，段

的情况各有差别。 例如，对未经扰乱的简牍，主要指Ⅱ区，现场清理后，其叠压关

系比较清楚。 其段是按各自的排列走向确定的。 再如Ⅰ区，是人为扰乱的部分，

按跌落后叠压的层次，由上至下揭取的。 其段都不太长，因跌落而散乱。 对于Ⅰ

区而言，仍是借用考古学上的层位叠压概念来处理这种扰乱无序的状况。 这个

“段”所表示的既是跌落在上层的几坨简，也是叠压在下层散落开的几堆简。 详

见即将出版的《竹简〔肆〕》简牍总平面与总立面示意图。

三级编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这一级代表的是某段中的某小段。 因某段过

长，现场揭取不易，为不使简牍损伤，将其分成若干小段。 若该级编号无小段，则

不分，直到坨，即第四级。

四级编号用带圈的阿拉伯数字表示。 这一级代表的是某段中的某坨或某小

段中的某坨。 坨与坨之间所包含简牍的数量不等，少则数十枚，多则数百枚，数

千枚。

五级编号用整理编号对应表格内的阿拉伯数字表示，为每一坨揭剥后的简

牍编号序列。 该表排列两种对应数据，一为揭剥清理总编号，一为每坨的简牍

序号。

归纳揭剥图中编号层级的关系。 一级编号代表区；二级编号代表段；三级编

号代表小段；四级编号代表坨；五级编号代表单枚简。 例如《竹简〔肆〕》卷揭剥

图：Ⅰ—ａ—①，即发掘Ⅰ区 ａ 段第①坨简。 又如图三十：Ⅰ—ｃ３—⑥，即发掘Ⅰ

区 ｃ 段 ３ 小段⑥坨简。 又如《竹简〔柒〕》图四十一：Ⅱ—ｃ—􀃊􀁊􀁗，即发掘Ⅱ区 ｃ 段

􀃊􀁊􀁗坨简。

上述五个等级编号基本上反映从区域→大段→小段→坨→单枚简，这样一

种逐层隶属关系。 通过这种层级隶属关系，我们可以在一个比较清楚与更为扩

大的空间范围内对简文的内容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 当然这种分级编号不一定



长沙三国吴简的现场揭取与室内揭剥———兼谈吴简的盆号和揭剥图 ７　　　　

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坨与坨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它从属于某段的范围是大体不会

错的。 这为关注此事的研究者跨越各坨之间的分界，在更大的区域内寻它们之

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比较可信的依据与平台。

三

总体来看，吴简都应是编连成卷的册书。 由于受到挤压的缘故，每坨中都有

可能存在错位、断层的情况。 关于揭剥图所反映每坨的情况，根据我们在揭剥中

观察与揭取的体验，有必要再说一下。

简牍的清理揭剥，是严格地按照考古清理的操作规则，运用揭剥技巧，按其

保存的状况及叠压层次，分坨、分层、分面细心地进行揭剥与记录。 揭剥的方式

采用分层式、环绕式或分层环绕相结合等方式，记录的内容包括区位、层次、排

列、数量、卷折面及裹夹的包含物，诸如木简、木楬、封检等。 这一工作程序及要

求始终贯穿简牍清理揭剥的全过程。

具体来说，每坨简的形状各不相同，揭剥方式也随情况变化。 一般情况下，

是依据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平面按层揭剥。 但每层的层面并不是水平的，存在着

凹凸不平的情况，示意图上显示的水平层面，只是为了方便表示每枚简排列的位

置，难以确保每层简牍必然存在联系。

当遇到呈卷曲状的成坨简，首先假定它有可能为一较完整的册书，在不伤及

简牍的情况下，成坨简也采取按卷曲的形状，由外至里揭取的方法。 成卷的册

书，由于受到挤压亦形成椭圆形或扁平形，最大径或核心的地方常会出现两枚或

数枚简的字面（竹黄面）相贴的情况。 根据对吴简的长期观察，我们发现吴简墨

书的正文大多书写在竹黄面，少部分写在竹青面，这是吴简书写的特点。 我们将

简上书写墨书的竹黄面称之为正面，未写字的竹青面称之为背面。 这是我们用

以判定该册书的核心或边缘的依据之一。 揭剥前当发现某坨简上半部正面朝

下、下半部正面朝上、边缘处正面与正面相对时，我们就判断它有可能为一卷册

书。 揭剥图中每枚竹简正面用直线表示，背面用曲线表示。 木牍、木楬，则正背

面皆用直线，有字的一面用文字表示。

我曾与侯旭东先生交流这些观察的体会。 “示意图描绘的是此坨平置情况

下，自侧面即竹简顶端（宋按：也有可能是底端）观察此坨逐层叠压形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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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枚简端平的一面代表有字面，曲面为背面。 该坨上半部分均是有字面在下面

（宋按：有字面朝下），而下半部分正相反，有字面朝上。”①说的正是此事。

至于说到吴简的收卷顺序，侯旭东先生根据《竹简〔贰〕》的揭剥示意图中竹

简有字面排列的位置以及简文内容，做了精辟的分析，认为该册书是按逆时针方

向，即自右（起始端）向左（末端）收卷。 对此结论我完全赞成，因为立论是建立

在对揭剥图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揭剥图在简牍文书学中的作用与价

值。 同理，运用此方法，我们也会发现吴简册书收卷方式，除上述所举之例外，还

有按顺时针方向，即自左（末端）向右（首端）收卷的。 除《竹简〔壹〕》图一、图二

可证外，后续出版各卷中亦有可证之例。 总体来看，目前所见吴简收卷方式无非

是此两类，非此即彼。 至于收卷方式为何不同，有何用意，仍可做进一步研究。

还有没有其他收卷方式尚不敢说，但无论何种方式，都离不开揭剥图，都要以揭

剥图中简牍排列关系作为参考依据的。

尽管我们在整理中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完成这些揭剥图表格的制

作，除了做到整理本身要求应做到的外，实则想为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提供一

条新的路径和更多的原始留存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简牍揭剥图的编制，

工作之始我们并没有刻意去关注图与简文的关系，认为有联系才做，没有关联

的就不做，而是认为但凡成坨的都必须做。 这样做的结果，虽带有一定的盲目

性，增加很多的工作量，但却保证有价值、可利用的信息不会被漏掉。 仍需说

明的是，吴简揭剥图不是万能的，它所起的作用也无须过度放大。 它自身存在

的不足与缺陷，如受扰乱、扔弃、挤压、人为分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所能发

挥的作用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仍有待研究者用更为科学的方法，细致地

加以梳理，谨慎地甄选剔抉。

倘若日后公布出来的全部吴简揭剥图能为吴简册书的复原研究发挥其十之

二三的作用，那真是一件令人甚感欣慰的事了。

〔宋少华　 长沙简牍博物馆研究员〕

① 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 “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第 ６１—
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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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楼吴简采集简“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

———兼论吴简“户籍簿”的类型与功能

凌文超

一　 引言

“户籍”一词屡见于走马楼吴简，如：

１． □著户籍□民□□□□□为簿言（肆·３４４５０）

２． □□著户籍督条列人名年纪为簿忠等文书到 （肆·３４４８２）

３． □受居方远应占著户籍督条列人姓名（肆·３４４９２）

然而，吴简记录人名年纪等信息的多种簿籍中，哪一类是“户籍”至今仍不确定。

不过，吴简中另有一些记录特殊身份的“人名簿”：

４．临湘谨列邑下居民收地僦钱人名为簿（壹·４３５７）

５．鑢师□师□师锦师母妻子人名年纪为簿如牒　 见（壹·５９４８）

６．诸乡谨 列郡县吏兄弟叛走人名簿（壹·７８４９）

７．所赐兵物者人名簿 （贰·７２１）

８． □□□□军吏父兄子弟人名年纪簿（贰·７０９１）

９． □□谨以所领户出钱上中下品人名为簿（贰·８２５６）

１０． 模乡谨列军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叁·３８１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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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名籍以记录出地僦钱者、工师、叛走、赐兵物者、户品出钱者、军吏、州吏、私

学等为中心，应当皆非“户籍”。 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因为与纸本户籍相比，

这些名籍未对乡里编户民进行统一记录，而是因某种特定目的载录了某些特殊

身份的人口，如拙作《走马楼吴简两套师佐籍比对复原整理与研究》一文中所考

察的师佐籍即是兵曹为调徙作部工师及其家属而制作的①。

此外，吴简中还存在大量的“吏民簿”②，其标题简如下：

１１．南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户数（？）口食人名年纪簿（壹·９０８８）

１２． 小武陵乡□嘉禾四年吏民人名妻子年纪簿（壹·１０１５３）

１３．广 成里谨列领任吏民人名年纪口食为簿（贰·１７９７）

１４．广成乡谨列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纪口食为簿（贰·１７９８）

１５．县乡谨列嘉禾四年人名年纪为簿　 （贰·７９５７）

这些簿籍详细记录了乡里、户口及赋、役等信息，除去田制方面的内容，与纸本户

籍载录的主要项目大致相同。 “吏民簿”不仅能起到户籍作为载录编户民之基

本依据的作用，而且注记了征派赋役的情况，据此，我倾向于“吏民簿”与吴简所

记录的“户籍”性质基本相同，都是官府控制编户民基本情况的根据。 值得注意

的是，简 ２ 先后记录有“著户籍”和“督条列人名年纪为簿”（简 １ 和 ３ 的记录当

大致相同），由此看来，“户籍”与所谓的“督条列人名年纪为簿”应是相关的簿

籍。 即使吴简“吏民簿”可能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户籍”，载录了吏民人名年纪口

食的“吏民簿”与“户籍”的主体部分也应当差不多。 鉴于吴简“吏民簿”与“户

籍”如此密切的关系，且秦汉魏晋时期，“籍”一般专指名籍简册，籍疏人名户口，

而“簿”指代较为宽泛，簿疏文书类聚，多指在日常行政中广泛运用的各类官文

书，又为了强调，本文倾向于认为“吏民簿”或有可能是因日常行政的需要而以

“户籍”为依据制作的簿籍，故拟称以简 １１—１５ 为标题简的这类与户籍密切相

关，又在日常行政中以登录乡里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等信息为主的簿籍为“户籍

①
②

拙作《走马楼吴简两套师佐籍比对复原整理与研究》，未刊稿。
关于“吏民簿”的定名，请参见汪小烜：《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

研究》第 １ 辑，武汉：崇文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４３—１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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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

走马楼吴简中有很多这样的乡里“户籍簿”。 如所周知，户籍关涉国家与

编户民之关系，以及基层社会的多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由于秦

汉魏晋户籍类实物较少①，吴简中大量户籍簿的出现，无疑为学界探讨孙吴基

层社会乃至汉唐社会变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故自吴简出土和刊布以来，

研究最宽泛、最深入的就是户籍簿。 吴简户籍簿的分类、复原整理是进行相关

研究的必要基础，因此，过去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也相当多。 相关研究大致可分

为两类。

一类主要是根据“户口简”的内容②、书写格式的差异，以及通过反文、连记

简、相近出版号和人名、亲属称谓关系复原的家户例证等来对户籍簿进行分类

（这类研究以下称“分类研究”）③。 在吴简整理之初，整理者就尝试着对“户口

簿籍”进行分类与定名④。 但户口簿籍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含了户籍簿和

其他一些名籍。 为此，罗新先生指出，应对户籍簿和名簿进行严格区分，即使明

显属于“普通户籍”简，也不能简单地统一归类。 他主要以家庭小结简（本文称

作“户计简”）等的差异作为依据，将户籍簿分为两类，一类强调“事”和“算”，另

一类则强调“口食”⑤。 后来，汪小烜先生循此思路，利用《竹简〔壹〕》中的相关

材料，凭借简文内容和相近出版号复原成组家庭简，再按其书写格式的不同对户

籍簿进行了分类⑥。 宋少华先生以户主简（本文称作“户人简”）的格式差别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目前所见与秦汉魏晋户籍密切相关的材料主要有：湖南里耶秦代户籍类简牍；湖南沅陵虎

溪山汉文帝时期“黄簿”；湖北荆州纪南松柏西汉中期“户口簿”等；安徽天长西汉时期的“户口簿”
等；湖南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走马楼吴简“吏民簿”以及郴州西晋简“计阶簿”等。

本文中的“户口简”是吴简“户籍簿”中各类简的统称。
关于吴简户口簿籍的分类与定名，请参见王素《中日长沙吴简研究述评》之六（一） “户口簿

籍的分类与定名”，《故宫学刊》２００６ 年总第 ３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５４４—５４６ 页。
王素、宋少华、罗新先生将各类与户籍簿有关的户口账簿统称为“户口簿籍”，并认为其构成

主要是：民籍、吏籍、师佐籍（《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 １９９９ 年第 ５ 期，第 ３１—３６
页）。

罗新：《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３３５—
３３７ 页。

汪小烜：《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 １ 辑，第 １４３—１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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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将“户口簿”分为以“某里户人”和以“民某某”开头的两种格式①。 安部聪

一郎先生则根据反文、连记简探讨了罗文所指出的强调“口食”的名籍体式②。

此后，杨际平先生通过组合家庭简，考察户籍簿的登录格式，将吴简户籍簿分为

三种类型（另有匠籍），并认为其中记录有“赀”和“算、事”的两类户籍簿是在第

一类仅登录“口食”户籍簿的基础上编制的③。 张荣强先生结合张家山汉简《二

年律令·户律》的有关记载，倾向于认为“凡口若干”属于宅园户籍，而“右某家

口食”是年细籍④。 于振波先生将注“算”的有无作为标准区分吴简名籍格式，并

指出当时各级官府根据需要，制作和保存着多种名籍；也可通过标题简了解当时

名籍的种类和用途⑤。 此外，沈刚先生通过分析户籍簿文书的结尾简、合计简以

及文书正文相关内容，将吴简中的户籍簿文书分为乡、里两种编制方式，里编制

的户籍簿文书结尾简以“右”开头，乡编制的户籍簿文书结尾简以“凡”开头⑥。

在吴简竹简公布之初，尝试着对户籍簿进行分类研究，无疑为深化吴简户籍

簿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但随着吴简的陆续公布和户籍簿文书研究的

不断深入，户籍簿分类研究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之前主要依据复原的

成组家庭简，或户人简、户计简、总结简（里计简、乡计简）书写格式的差异对户

籍簿进行的分类⑦，并未复原整理出各类简册，其论证或有管中窥豹之嫌。 其

次，由于吴简户口簿籍数量大、样式多，编绳已朽，经受扰动的采集简编连大都已

乱，各类名籍夹杂其中，分类的难度自然很大，难免有些研究将少数名籍简误纳

入户籍簿中进行分类。 此类偏差，使得部分研究所得结论也有待进一步商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少华：《长沙三国吴简保护整理与研究的新进展》，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

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３—
１９ 页。

安部聪一郎：《试论走马楼吴简所见名籍之体式》，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
简研究》第 ２ 辑，武汉：崇文书局，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４—２４ 页。

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第 １９—３０ 页。
张荣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变化》，《历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收

入其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６４ 页。
于振波：《略说走马楼吴简之名籍》，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八》，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２７—２３０、２４０—２４６ 页。
沈刚：《吴简户籍文书的编制方式与格式复原新解》，《人文杂志》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９—

１３７ 页。
本文中“总结简”是指吴简乡里户籍簿后记录各项总结的简牍，包括乡计简和里计简。 而乡

计简和里计简则特指对乡、里户口等信息进行总计的总结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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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吴简户籍簿由乡里吏员制作，户籍簿格式一方面可能受到这些书手写作习

惯的影响，另一方面格式本身可能要求并不严格，故户籍簿的格式是否能作为判

定户籍簿类型的基本依据仍须仔细探讨①。 此外，吴简户籍簿是基层行政中使

用的簿籍，本身具有特定的功用，这理应成为户籍簿分类的主要依据，然而，过去

户籍簿分类研究中，却鲜有学者措意于此②。

另一类研究主要是根据竹简“揭剥图”对户籍簿进行文书学复原整理（这

类研究以下称“复原整理”）。 《竹简》附录的揭剥图是根据少量采集简册（皆

留存编痕）的成坨原状进行绘制的，图表所对应的简册内容大体单一，格式基

本相同，为简册的复原和整理提供了许多可信赖的依据。 侯旭东先生最先利

用《竹简〔贰〕》提供的揭剥图主要对广成乡广成里“吏民人名口食簿” （依所

在卷数，下称“户籍簿Ⅱ”）进行了精细的复原，讨论了册书的构成、形制及其

反映的相关问题，复原后的简册标本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吴简户籍簿做了铺垫，

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③。 这类侧重从简牍文书学的角度，基于揭剥图等

进行的户籍簿复原，不仅更加注重户籍簿的原始状态和内部联系，而且尽可能

地将同一简册视作独立的资料进行相关研究。 在复原基础上的簿书研究，得

出的相关认识更加准确，这应是今后吴简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趋向。

不过，目前对户籍簿的复原整理仍显不足。 首先，《竹简》 〔壹〕、〔贰〕、

〔叁〕共附录了 ５ 幅户籍簿揭剥图，分别是《竹简〔壹〕》附录一图一、图二，《竹

①

②

③

以广成乡户籍簿为例，该里户人简有两种格式，一种以“吏民身份”起始，另一种以“广成里

户人公乘”（壹·８０３、叁·７３１）开头（参见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 〔贰〕 “吏民人名年纪口

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第 ６６—７９ 页）。 目前所见的称 １０ 岁以下

男童为“士伍”主要是广成乡户籍簿（拙作《走马楼吴简所见的“士伍”辨析》，见本书），此特殊记录

并不意味该簿书性质独特，它仍是户籍簿的一种类型。
张荣强先生认为户籍功能最主要有两点：对户口进行统计和据此征科赋役。 由于户口统计

和征发赋役的目的不同，各自的统计口径和著录事项也应有所差距。 因而他认为户籍两类功能恐非

由同一种簿册来承担（《〈前秦建元二十年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变化》，第 ２５４—２５５ 页）。 本文认

为户口统计和为征派赋役提供依据（身高、年龄、身份等）是户籍与生俱来的基本功能。 而在汉魏时

期具体的基层行政当中，比如征缴口算钱，征发事役，则有可能根据户籍登录的依据（人口多少以及

身高、年龄、身份等）分别进行征派，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簿籍，吴简户籍簿很有可能就是这类簿书。 这

类簿书记录有大量“算”、“给吏”等注记，与其实用性有关。 本文所指的户籍簿功能即指配合不同的

基层行政而制作的各类簿书所具有的不同功用。
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 〔贰〕 “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 复原的初步研究》，第

５７—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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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贰〕》附录一，《竹简〔叁〕》附录一图二、图四。 除侯文利用《竹简〔贰〕》附

录一揭剥图对相应简册进行初步复原外，其他 ４ 幅揭剥图目前都尚未被利用

来复原整理简册。 其次，由于迄今仅利用一幅揭剥图复原一个简册，虽然它能

使我们较好地了解这一类型的户籍簿，但如前所述，以往的分类研究将吴简户

籍簿划分为多种类型，这些分类研究是否准确，仍有待利用揭剥图复原整理出

不同类型的户籍簿进行检验。 再次，在复原和整理的过程中，揭剥图发挥作用

的大小还取决于揭剥图本身所保留的原始留存信息。 侯文据以复原的揭剥

图，其主体部分完整性和准确性很高，这有助于对该简册的部分内容进行比较

全面的复原整理，复原后的简册标本意义重大，有助于吴简文书学的探讨和相

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而其他 ４ 幅揭剥图所对应的简册残缺严重，又受到地下

长时期的挤压、出土时的扰动，加上揭剥时观察、操作难免失误，简册编连受扰

乱较为严重，仅按揭剥位置示意图编号编排各简次序就会与简册的实际编连

相去甚远，复原的难度相当大，这也是 ４ 幅揭剥图至今仍利用得不够的主要原

因。 不过，利用内容较为残缺和扰乱的揭剥图，结合盆号、清理号、笔迹、编痕

以及简文内容、书写格式等，仍能对相应简册作出有意义的复原整理，这也有

助于解决一些单纯依赖简文难以搞清楚的问题①。

有鉴于此，本文在综合利用先行分类研究、复原整理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尝

试着主要利用 ４ 幅揭剥图及相关原始留存信息复原整理相应的户籍簿，进而探

讨吴简户籍簿的类型与功能，以期为今后吴简户籍簿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可以

共同讨论的基础。

二　 基于揭剥图的“户籍簿”复原整理

侯旭东先生依据揭剥图初步复原广成乡广成里“吏民人名口食簿”为吴简

简册的复原整理积累了宝贵经验，其步骤是：首先，判定收卷方式，并循此顺序按

示意图编号排定各简的先后次序；其次，对以上复原作局部调整，调整涉及两种

① 拙作《嘉禾吏民田家莂编连初探》，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七》，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２５—２４５ 页；《走马楼吴简两套师佐籍比对复原整理与研究》、《走马楼

吴简“隐核波田簿”复原整理与研究》、《走马楼吴简采集简库钱体系整理与研究》等，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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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是根据册书的格式调整简的相对位置，二是根据简文内容上的关联、笔

迹与出土位置调整复原结果①。 但是，此复原方式对揭剥图完整性和准确性的

依赖相当高，而在走马楼吴简采集简中，与户籍簿相关的其他 ４ 幅揭剥图残缺严

重，扰乱明显，又并非如侯文利用的揭剥图之一部呈现完整收卷状，故这些户籍

簿的复原整理很难完全遵循侯文复原的步骤。 以下在利用 ４ 幅揭剥图对相应的

户籍簿进行复原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尝试运用揭剥图，深入发掘其功用，并结

合其他原始留存信息，对户籍簿尽可能地进行复原整理。

（一）揭剥图壹·图一和图二对应户籍簿的复原整理

揭剥图壹 · 图一中的 ３６ 枚简 （ １０１５１—１０１８６） 和图二中的 ２５３ 枚简

（１０２４５—１０４９５）皆在采集简第 １４ 盆（８８９１—１０５４５）中②。 竹简盆号是按采集简

盛装入盆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的，每盆中的简牍皆属同一清理地点的采集简③，

因而壹·图一和图二中的简牍属于同一批次采集简。 同时，两坨简的内容单一，

未阑入他类简，其中的户人简和户计简格式基本相同，简长齐整（约 ２３． ５—

２４．０ｃｍ）。 那么，两者之间有何联系呢？

（揭剥图壹·图一）

①

②
③

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 “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第 ６１—
６５ 页。

《竹简〔壹〕·凡例》，第 １ 页。
宋少华：《长沙三国吴简的现场揭取与室内揭剥———兼谈吴简的盆号和揭剥图》，见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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